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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与“一国两制”伟大事业

杜 磊*

［摘 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完成“三大历史任务”的伟大征

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

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并将其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在这一伟

大进程中，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蕴含着丰富、

深刻的思想内涵，直至今日仍然对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今

后，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

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将新时代的“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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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

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完成“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

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三大历史任务”的伟大征程。①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

制”科学构想，并将其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近 27 年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一

国两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了的，符合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澳门根本利益的好制

度，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举世公认的成功，必须长期坚持。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征程

* 杜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①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 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6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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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邓小平同志是一座高矗的丰碑，他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思想值得我们深刻把握，他所创

建的不朽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所开创的未竟事业需要我们薪火相传、接续奋斗！

一、邓小平同志为实现祖国统一的伟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邓小平同志始终致力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宏伟事业，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

土完整。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

一的”。①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首先关注的是台湾问题，强调“（台湾）问题

的核心是祖国统一”。②在他的领导下，1981 年 9 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代

表中央公开阐明了“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即“叶九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议

两岸两党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年后的党的十二大报告，特别强调了我们党还面临着

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同全体爱国同胞携手合作，为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而努力奋

斗”。③尽管如此，邓小平同志在涉及原则底线的问题上却从不含糊。他告诫，“我们坚持谋求用

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④在处理香港问题时，邓小

平同志的立场也非常坚定，强调“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⑤“主权问题

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⑥他在与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

人会晤时指出，“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

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

……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

交代”。⑦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

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

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⑧最终，中国的“钢铁公

司”战胜了英国的“铁娘子”，英方只能接受中国的要求，同意香港在 1997 年回到中国，并放弃

所谓“以主权换治权”的幻想。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也对之后中国与葡萄

①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 年 6 月 22 日、23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59 页。

②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 年，第 30 页。

③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1978 年 12 月——2007 年 10 月）》，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年，第 158 页。

④ 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4 年 10 月 22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86—87 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

第 500 页。

⑥ 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2 页。

⑦ 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2 页。

⑧ 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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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两国顺利完成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产生了积极的、有利于我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从我国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开辟

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新途径。尽管在国家必须统一这个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邓小平同

志却在和平实现祖国统一的具体方式上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政

治智慧。1982 年 1 月，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概念，指出“叶九条”实际上就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

们那个制度”。①在之后的一系列公开活动中，邓小平同志不断丰富和充实了国家和平统一、实行

“一国两制”的构想，使之更加具体化、系统化，并坚信这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②尤其

是在研究如何解决香港问题时，他亲自开展调研，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并派工作组赴香港实地了

解情况。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形成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基本框架

内容，党中央于 1983 年 4 月原则批准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很快便将其

运用在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外交谈判之中，也为随后顺利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基本遵循。

——邓小平同志推动以民主与法制的方式保障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并将其纳

入到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的作用，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和

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③一方面民主的发展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另一方面法制建设的根本立

足点是要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他的这一思想同样也体现在“一国两制”事业

之中。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1982 年全国人大全面修改宪法时，特地在第 31 条和第 62 条中

为将来可能设立的特别行政区、实行的“一国两制”方针准备了宪法依据；之后，全国人大依据

宪法又相继制定了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实行的制度，将“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制度化。自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了两个特别行

政区的宪制秩序，为中央依法治港治澳、特别行政区根据中央授权实行高度自治，提供了宪制基

础。不仅如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还以法定的民主程序

表决通过了草签的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以及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一系列法律规定，

这些民主与法制的实践，充分反映了人民的诉求、实现了人民的参与、凝聚了人民的意志，充分

体现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在“一国两制”事业中的有机统一。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发展，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以邓小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国两制”从党的主张，成为国家与人民的意志；从伟大的科

学构想，逐步发展为具体的方针政策，最终形成为全国人民一体遵循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些都有

力地促成了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以及嗣后的有效治理，保持了香港、澳门的长期繁

荣稳定，大大推动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

血，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的贡献居功至伟！他的功绩彪炳史册！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

第 797 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19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96 页。

③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 年 12 月 25 日），《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4 年，第 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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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邓小平同志有关“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蕴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

邓小平同志是“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创造者，也是这一科学构想的主要阐述者。在一系列

公开论述中，他对“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作出了许多勾勒，对于如何认识实现祖国统一、如何

更好地实现祖国统一等问题提出了富有远见的深刻观点，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内

容直至今日，仍然适用于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是要正确看待“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两制”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提出，在一

个中国的前提下，可以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地

区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他指出，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其他省、市、自

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制度可以不同，

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①在此前提下，国家“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

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②但是必须“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不能搞

“全盘西化”，③“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④“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⑤他还强

调，回归后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一定要切合实际，要

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⑥

二是要正确处理中央管治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的关系。尽管承诺回归祖国后，保留台湾、

香港和澳门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实行高度自治，但邓小平同志还强调，“自治不能没有

限度”，所谓“‘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⑦他在谈香港问题时指出，

“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

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

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

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总有一些事情没有

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如果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

①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 年，第 30 页。

②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 年 12 月 19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 103 页。

③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9 页。

④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 年 12 月 19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 103 页。

⑤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8 页。

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0—221 页。

⑦邓小平：《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 年，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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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①

三是必须要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邓小平同志相信自己的同胞

能够治理好特别行政区。他说，“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

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②但他也同时强调，“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

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

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③

四是要辩证地认识“‘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这一战略性考虑。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

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这是中国政

府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被写入了基本法之中。④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

的，“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⑤他指出，“五十年不变”，“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

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⑥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同时还指出，“实

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

要变”，⑦因为“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⑧而即便“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

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⑨

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阐述及其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

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成功运用，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

系实际，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总书

记在评价邓小平同志的崇高风范时强调，我们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不断

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以及“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等。⑩如今重温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

重要讲话，使我们对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深邃思想与开创性实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

①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21 页。

②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 年 6 月 22 日、23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60 页。

③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 年 6 月 22 日、23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61 页。

④香港基本法第 5 条、澳门基本法第 5 条。

⑤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 年 12 月 19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 102 页。

⑥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 年 12 月 19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 103 页。

⑦邓小平：《要吸收国际的经验》（1988 年 6 月 3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67 页。

⑧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84 年 6 月 22 日、23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59 页。

⑨邓小平：《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984 年 10 月 3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73 页。

⑩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2014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248—253 页。



8

识，对邓小平同志的伟大人格与宝贵品质更加由衷地钦佩！

历史充分证明，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既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又充分尊重台港澳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既有利于创造和平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又有利于推

进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也有利于台港澳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

展。正因为如此，“一国两制”方针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与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广泛支持与衷心拥

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被公认是解决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方案和最佳制度安排。

三、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将新时代“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推向深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是香港、澳门回归

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因应新时代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深刻把握“一国两制”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规律，加强

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揭开了“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篇章。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致力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既与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

论述一脉相承，又将其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指引着新时代“一国两制”伟大实践行稳致远、港澳长治久安。

第一，要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然而，这两项宗旨也有优先次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指出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在这个前提下，

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②这与邓小平同志强调“主权

问题不可以讨论”“始终不放弃以非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中央有些干预是必要的”等立场和

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实行“一国两制”，其首要目的就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如果国家的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得不到保障，“一国两制”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也自然无

法维系。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各方面正处于百业待兴的阶段，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涉及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等重大原则问题上，尚能坚守政治底线，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中华民族已然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今天，我们更没有

理由不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近年来香港局势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充分证明，在维护国家安全利

益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含糊，更不能妥协退让，只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就一定能战胜行进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要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拥有全面管治权，这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源头，同时中央充分尊

重和坚定维护特别行政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57 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601—6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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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是统一衔接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好”。①这一重要论断是基于我

国的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而得出的，也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

央必须干预”等论述的新发展。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行政区域及其政权由中央政府出于管治

需要而设立，地方所享有的权力是中央授予地方治理权。中央与地方之间是管辖与被管辖、领导

与被领导、授权与被授权、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决不能允许有脱离中央管治的所谓“地方自

治”，也不能允许任何不受监督的高度自治。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是维护国家统一

及其有效治理、维护特别行政区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必须有力地加以维护，并要建立健全

相配套的制度和机制。与此同时，特别行政区也不能辜负中央的信任与嘱托，在全面准确落实中

央要求的同时做到守土有责，将被授予的高度自治权用对用好。只有充分调动中央和特别行政区

各方面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衔接与配合好，才能

真正发挥“一国两制”应有的制度功效，更好地实现“一国两制”的原则宗旨与初心使命。

第三，要确保“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权必须掌握在爱国者

手中，这是世界通行的政治法则……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

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②管治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关系到政治安全

与政权安全，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福祉，不容丝毫忽视与懈怠。围绕着香港特别行政

区管治权的争夺，早在中英谈判时期就已经开始，香港回归后也没有停止。邓小平同志早就敏锐

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多次强调“港人治港”的主体必须是爱国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央和两个特别行政区致力于健全和完善特别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通过法治方式推动“爱国者治

港”“爱国者治澳”原则得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通过安全的制度来确保爱国者牢牢掌握管治

权，再通过爱国者牢牢掌握管治权来确保制度的安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守护好管治权，就是

守护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守护港澳同胞的切身利益。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必须坚决防范和遏制

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境外敌对势力代理人和反中乱港乱澳分子进入到特别行政

区政权机关，染指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相信在真正爱国者的领导下，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一定能够凝聚力量、排除干扰、发挥优势、破解难题，推动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建设发展事业迈上

新台阶。

第四，要坚持依法治港治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

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③坚持依法治港治澳，是

“一国两制”方针得以成功落实、“一国两制”事业得以成功推进的一条宝贵经验与规律总结。回

顾“一国两制”构想从提出到实践的 40 多年历程，无论是香港、澳门实现平稳过渡、顺利回归

祖国，还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得到有效治理并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都与中央一以贯之地坚持

依法治港治澳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更是厉行全面依法治国，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法

治在特别行政区治理中的作用，坚持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管治特别行政区，创造性地运用

①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602 页。

②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年，第 602 页。

③习近平：《推进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走稳走实走远》（2014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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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方式处理涉港澳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了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

持。在新时代，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港澳篇”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

工作的重要论述中的“法治篇”，继续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坚定地维护以“一国两制”

为根本遵循、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法治秩序，不断完善同宪法和基本

法实施相关的制度机制，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在法治的轨

道上走稳、走实、走远。

第五，要从党和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实行“一国两制”，从来就是

服从国家所需，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多次

表示，“一国两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五十年不

变”，也是基于“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而确定①。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新征程。“一国两制”事业也必须服从这个大局，服务于党和国家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我们要

善于利用“一国两制”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显著优势，团结凝聚广大爱国爱港

爱澳力量，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香港、澳门各自的优势和特点，积极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香港、澳门更好起到国内外双向桥梁作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伟大复兴。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深入总结香港、澳门“一国两制”实践

的经验与规律，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积极推进最有利于两岸同胞和中华

民族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伟业贡献力量，为完成邓小平同志

未竟的事业继续奋斗！

[责任编辑 马静舒]

①邓小平：《中国是信守诺言的》（1984 年 12 月 19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第 102—103 页。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

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5—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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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omrade Deng Xiaoping and the Great Cause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Du Lei ( 3 )

Abstract: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great journe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complete the three major

historical tasks. Conform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the CPC,

represented by Deng Xiaoping, creatively put forward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in order to fulfill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and first applied it to address the

Hong Kong and Macao issues. In this great process, Comrade Deng Xiaoping mad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His scientific concept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contains rich and profou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s, and even today still hold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he future, we must continue to study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speciall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Hong Kong and Macao affairs. On the basi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we must fully, accurately and unswervingly implement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nd continue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practice of“one country, two systems”in the new era.

Keywords:“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ng Xiaoping; Hong Kong; Macao

The Concep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upervisory Power over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under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Unity

…………………………………………………………………………………… Zhang Qiang (11)

Abstra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upervisory power over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riginates from the power order brought about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uthorization. This

theoretical concept has triggered discussions in academia on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supervision, which reflects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why supervision is necessary.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unity, as a constitutional order in China, mainly includes three sub-principles:

unitary system, local autonomy, and better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which provide value guidanc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upervisory power over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unity has led to the addition of Article 31 to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eeds to exercise power when“necessa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unity clarifie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a dual identity as a decision maker and participant in the

system, and must exercise different powers according to specific circumstances. As a resul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upervisory power over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performs two functions:

corrective supervision and supportive supervision. At the same time, under such guidan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reactive, linked, and proactive supervision methods, written and unwritten n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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